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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驭吏：《吏学指南》的编纂旨趣及其意蕴

曾育荣 张勉柏

摘 要：《吏学指南》是元代吴郡人徐元瑞编纂的一部吏学启蒙读物。通过对编纂背景、义例及内容的分

析，可知该书的产生缘于元代吏制的尤受尊崇和理学的内向性发展：一方面，元代选官以吏员出职制度为重，吏

员群体在官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学习吏术成为一时风尚；另一方面，由于元代前期科举停废，众多深受宋代

程朱理学影响而注重道德教化的儒士，纷纷弃儒易业走向吏道，并努力尝试以儒家礼教改善所处阶层之风气。

《吏学指南》即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催生的典型著述，不仅有意构建以礼教为本的道德榜样与内容框架，更蕴含

作者以教驭吏、澄清吏治的内在期待。因受制于元代重吏轻儒的政治倾向，此书的实际认可程度相当有限。但

在恢复重儒轻吏的明朝，其价值被重新挖掘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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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学指南》又称《习吏幼学指南》，系元中

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徐元瑞（字君祥）为初

习吏术者编纂的一部吏学启蒙读物。该书至

迟刊行于大德五年（1301 年），其后又有元刻

本、明刻《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本、朝鲜刻本、日

本刻本等古版①，可见该书在元中期及以后的

中国及域外均产生过一定影响。《吏学指南》共

八卷，分“吏师定律之图”与“为政九要”两大部

分②，虽仅四万余字，却因学界视其为了解元代

政治、经济、法制及社会风俗等内容的基本史

料而被广泛利用。既往研究主要从律学、吏

学、语言学、文献价值、版本流传及文体学意义

等问题着手③，对该书产生的时代背景、编纂旨

趣、内在意蕴及价值体现却未暇揭橥。本文拟

结合元代官僚政治的特点和士人理学传承的

路向对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有助于形成更

为全面的认识。

一、儒易吏道：《吏学指南》的

编纂背景及撰者身份

作为为初习吏术者专门编纂的启蒙书，

《吏学指南》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元代政治，故

该书的问世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紧

密相关，是胥吏制度在常识性层面的文本总

结，并暗含儒学之士对于为吏之道的理想诉

求。《吏学指南》问世于元朝中期的元成宗执政

阶段，而成宗又基本延续忽必烈晚年的执政方

针，沿用旧制，重用旧臣，治国理政秉持守成之

策。由此可见，元代初期官僚政治的基本架

构，尤其是全盘沿袭自金朝的胥吏制度及其实

施状况，是徐元瑞编纂《吏学指南》所面临的社

会政治形势。

元代初期政治制度大多照搬金制。金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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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国安

邦的核心，尤重吏事，突出表现为中央官府的令

史虽为无官品的吏员，但“仕进皆列于正班，斯

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1］。这种导向客观上有

利于提升金朝吏员群体的政治地位，官与吏的

身份差别呈现缩小的趋势④。金朝灭亡后，基于

统治需要，元初统治者更进一步强化胥吏集团在

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定位，不仅废止科举制度，更

是全盘沿用金朝的吏员出职制度。上述政策的

施行消除了唐、宋科举时代官与吏之间不可逾越

的鸿沟，使官、吏两途在元代重新合而为一⑤。元

人吴澄称：“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

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

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2］516其时

的吏职与官职虽绝不相混且有明确区别，但两

者间存在有效的转化通道却是不争之事实。

正是因为元朝突破了唐宋时期官、吏界限

分明的政治特点，故其时有官员认为“国朝用

吏，颇类先汉”［2］515。实际上，就中国传统社会胥

吏制度中官与吏身份差别的演变而言，两汉时

官、吏身份几无不同，魏晋至唐宋时期两者差别

逐渐显现、深化⑥。在金、元两朝，胥吏重新获得

进入仕途、晋升官品的机会，故官与吏的身份、

地位差距相应缩小。不过，元代统治者在政治

上重用吏，绝非对汉以降贵儒贱吏潮流的逆转，

其实质与两汉官吏制度也有明显差异。原因即

在于，元代胥吏制度的发达，主要依赖统治者的

威权，通过硬性的制度规定来逆转唐宋以降吏

员日渐低落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徐元瑞即道：

“钦惟圣朝一统，天下同文，繇吏入官，深合古

法，凡居是职，可不爱重！”［3］106类似元代吏员被

大规模和广泛任用于各种要职之中，且颇受统

治者倚重，儒士反而受到轻视的情形，这是此前

所未曾有的。还应看到的是，元初科举制度停

废导致儒士地位逐渐衰落，而吏员出职制度却

使胥吏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受此影响，出

现大批士人弃儒易业而走向吏道的局面。正如

许有壬所言：“科举未行之前，儒皆为吏。”［4］吴

澄亦道：“贡举未行时，士之欲随世就功名者伥

伥靡戾，不得不折而归于在官之府史。”［2］1342这

些反映的其实都是元初儒生入吏较为普遍的

现状。而大量儒士融入吏员集团，催生出性质

上有别于传统世袭土吏的新群体，此即所谓的

儒吏阶层。

儒吏阶层并非元代所独有，但由于该朝科

举停滞和吏制的发达，使得该群体的规模骤然

扩大，吸引力显著增强，追求吏职成为其时社会

潮流。诚如论者所言：“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

土之才积功簿书有致位宰执者，时人翕然尚

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雅，皆乐趋焉。”［5］

而以吏为荣，儒者广泛谋求吏职的社会现象，也

激发了士人对“以儒饰吏”风气的追求⑦。宋代

官吏分途虽是科举考试塑造官僚制度渐趋成熟

的表现，但其结果却造成一批数量庞大且大权

在握的底层胥吏群体被结构性地排斥在体制之

外⑧。尽管其时士大夫阶层对胥吏行使职权严

加防范，然而都是从“官吏分途”的观念出发，将

胥吏视为低人一等、需用行政大权严格限制的

奸邪之徒，而未能从“疏导”的角度重新审视和

对待胥吏⑨。元朝建立后，政治失势的士人阶层

开始反思官吏分途之弊，即如马端临所言“后世

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于

是以剸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

诮儒为迂，于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适时。而

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6］，认为只有儒

吏兼通才能解决二者各自的政治缺陷。

关于该书作者徐元瑞的身份，现仅知其籍

贯为吴郡，生平事迹已无从考证。囿于史料阙

如，此前学界多根据《吏学指南》的内容，推测

徐氏身份。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说：“作者徐元

瑞，可能是一个胥吏出身而又升迁到了一定官

位、具有相当儒学修养的人。”［7］另有学者依据

其书编纂时引用六十余种书目，且遍涉经、史、

子、集乃至于释典、道藏等诸多门类，认为徐氏

“显是一位颇具社会责任感且经验丰富的老

吏。然而不同于一般的吏员，徐氏还具有相当

的文化修养”⑩。故徐氏在身份上当属儒吏阶

层。结合《吏学指南》对儒、士及吏的理解，即“有

道术，皆曰儒”“通古今、辩然否曰士”［3］20，吏则

“治人者也”［3］8，其观念中的儒吏应当是能够明

辨是非、坚守儒道、博通古今的吏员。从徐氏自

序及该书相关内容来看，他不仅对秦、汉以降的

吏制变迁极为熟稔，而且“与我同志，幸毋诮

云”［3］106 之语，反映了其以儒饰吏、改善吏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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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在唐宋时期的儒、吏关系中，儒士对吏员普

遍持鄙视态度，耻与胥吏为伍，并认为吏员容易

擅权，往往蠹政害民。这种观念在宋末江南儒

士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吴澄所云：“夫南

土旧吏，人所轻贱，不齿于大夫士者也。”［2］516即

便在宋元易代，统治者大兴吏治的时期，轻视

胥吏的意识同样存在。如元杂剧《救孝子》中

的书生杨谢祖欲弃儒业而从事吏职，其母立即

劝说道：“哎！你个儿也波那，休学这令史，咱

读书的功名须奋发，得志呵做高官，不得志呵

为措大。你便不及第回来呵，只守着个村学儿

也还清贵煞。”􀃊􀁉􀁓可见，时人将以吏为业排在入

仕为官或授徒讲学之后的观念，依然根深蒂

固。不过，伴随兼有儒、吏身份人员的逐渐增

多，社会上出现了尝试调和儒、吏关系的言论。

在《吏学指南》自序中，徐氏认为：“所以居官必

任吏，否则政乖。吏之于官，实非小补。”［3］106与

之相似的是，大德七年（1303年），郑介夫上奏亦

称：“夫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儒不通

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

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儒术饰吏治，

正谓此也。”［8］其中体现的是郑氏合吏儒为一、

“儒吏兼通”“以儒术饰吏治”的认识。郑、徐二

人的观点，反映的是儒易吏道潮流下具有儒学

背景的上层胥吏队伍，重新确立自我身份认同，

以及试图利用儒学扭转吏员群体负面评价并进

行相应改造的现实需要。

二、礼教为本：《吏学指南》的

编纂义例与内容特点

《吏学指南》正文八卷，每卷设大类若干，而

每一类下又有词目若干。在词目之下，则以稍

小字体的文字对其中的术语予以阐释，并通常

援引前代经典进行注解或引述与之相关的故

实。如卷一“吏称”类有“胥”之词目，作者用稍

小字体释之：“《周礼》云：‘才智之称曰胥。’谓其

有才智为什长也。”［3］8又如卷二“礼仪”类有“山

呼”之词目，其释文为：“汉武登中岳山，吏卒呼

万岁者三，所以号山呼也。”［3］31全书前七卷，基

本上采用此种体例。这种分门别类、层次分明

的编纂体例，类似于现代辞书，有助于初习吏者

快速学习和领悟。不过，其书并非对文书术语

的简单分类，而是具有一定的辨体意味，隐含文

书撰作、署押、传递的流程，某种程度上呈现了文

书“活”的状态􀃊􀁉􀁔。

该书收录了法律方面的诸多术语。之所以

如此，不外乎此书编纂的直接目的是指导吏员

处理日常公务，而吏员处理公务必须限定于法

律范畴，所以法律知识的掌握对于吏务的办理

不可或缺。对于书中所占比例较大的法律术语

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其文本前身主要是《唐律疏

议》，二者内容有颇多相同之处，可能系直接引

用，抑或取材自以唐律为基础改定而来的宋《律

音义》与金《泰和律》等律文􀃊􀁉􀁕。这就从元初法制

文书编纂史的层面，揭示了《吏学指南》的文本

律例具有“深合古法”特点的原因。然而，《吏学

指南》又绝非一部单纯的吏学辞书或法律辞典，

作者在编纂过程中始终贯穿以道德教化为核心

的义理精神，此即书中暗含的义例所在􀃊􀁉􀁖。通晓

文献义例是理解文献的前提，清人朱一新尝言：

“不通其书之体例，不能读其书，此即大义之所

存，昔人所谓义例也。”［9］所以，倘若仅从辞书性

质或所引法典资料的来源理解其书内涵，而忽

视义例层面的解析，显然无法真正体会徐氏编

纂该书的观念倾向。具体来看，《吏学指南》的

义例特点，实际与宋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学推动吏学进步的趋势。

作为特殊群体的元代胥吏，由于出身、职位

的差异，往往各有不同职掌与要求。其时吏职

名目繁多，即如史载：“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

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

易枚举。”［10］据统计，有元一代形形色色的各类

吏职多达三十余种，地方吏员总数约有十万以

上􀃊􀁉􀁗。面对类目、数量如此庞大的吏员群体，冀

望于面面俱到地将之统摄于一部著作中，显然

不切实际。因此，徐元瑞撰写《吏学指南》之初，

固然有为现实吏务处理提供指导的初衷，但也

并非有意囊括吏职事务的全部知识，而是在重

点介绍诸如“处理案牍、传达政令”等相关吏务，

使初习者获悉吏学常识的基础上，旨在从道德层

面提升吏员素养，进而使其对为吏之道形成全面

认识。因此其书在框架安排和文本解读方面更

以教驭吏：《吏学指南》的编纂旨趣及其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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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注重对传统儒家礼教思想的宣扬与引导。

一方面，徐氏将其所撰《历代吏师类录》置

于卷首，以之为序，试图从品德修养方面提升吏

员群体的自我认知。在原本初稿中，《历代吏师

类录》为全书的开篇，且是作者极力强调的核心

内容。今元刻本开篇是石抹允的《吏学指南

序》，这是穆虎彬决定刊刻该书后增益的文字。

在《历代吏师类录》中，徐氏列举了从远古传说

至宋朝的百余名先贤的职位，并将他们视为出

身为“吏”这一职业的先师。而这种将历代众多

名贤涵括在“吏”范畴中的做法，不仅将“吏”塑

造成应天而生、不可或缺且历史悠久的职业，更

是通过树立楷模拔高了吏员群体的自我定位，

并有助于培养职业崇高感􀃊􀁉􀁘。事实上，这种塑造

职业先师的做法渊源已久，且伴随祭祀观念的

发展早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如论者所

言：“中国文化一向重视家族的血缘。家庭和家

族团体都祭祀祖先。这观念又伸延到职业行会

的团体。在集会的时候，供奉崇尚个别行道的

祖师爷。”［11］此即所谓“团集的崇教”概念。该概

念是礼教的扩展，也是辅助礼教的重要手段。

徐氏如此看重吏之先师的作用，实际上是传统

“团集的崇教”信仰的延续和传承，其所撰《历代

吏师类录》的思想渊源于此，这种以吏为主体视

角的叙述方式，无疑有助于元代吏制兴盛时期

吏员群体日渐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另一方面，徐氏在文本阐释中融合儒家礼

教思想，尝试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强化吏员群

体内心的自省意识。此点在其书卷八表现得尤

为明显，该卷类目下的内容，均具有浓厚的劝诫

和教化色彩。如《诸箴》类第一篇为《提刑箴》，

其首句为“大元建号，盖法乎乾”［3］97，显然系元

人所撰，因其文末有“箴以自警，书诸座屏”［3］98

一语，又可断定该箴实为以私箴言官事􀃊􀁉􀁙。其

实，徐氏收录此箴言，不仅意图引导吏员自省，

还暗含希望以礼教塑造吏治宽仁的思想倾向。

如该箴言认为“矧治新国，古用轻典”［3］98，徐氏

在卷三曾专门解释“轻典”术语的用意：“新建之

国，未习于教，故用轻典。”［3］34由此可知，其认为

元朝建国初期，尚未充分运用道德教化的力量

治国，而礼教的作用远胜于严刑峻法对吏员群

体的约束，故需采用轻典、施行仁政。并且，卷

八《仁恕》《惨刻》两类，徐氏分别列举历代吏员

因施政仁恕而得福报，因用法严酷或滥权而遭

报应的事迹，通过正反案例的对比，论证吏员良

好道德操守及吏学教育的必要性。当然，徐氏

以礼教诠释文本的思路，不仅仅限于卷八，而是

贯穿全书各卷，其中所蕴含的儒家礼教思想或

直接显示于类别、词目名称，或间接散见于具体

内容的阐释，而核心其实都是历代王朝维护统

治秩序时常用的词汇和儒家伦理道德框架的重

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基于经世层面抑或道德层面对《吏

学指南》的文本分析，均可见徐氏以儒学改进吏

学的思想倾向。徐氏自述“首冠以历代吏师，终

继于恕刻轨范”［3］106的编纂纲目所昭示的是其主

张吏员群体必须树立吏道，并最终迈向儒家道

统的理想诉求。就此而论，“该书之目的在对官

府日常用的法制术语给予定义，并使其出典明

朗，意义明确。故其一方面是属于实用的书，但

另一方面又是属于教养的书。也许可以说是儒

者学吏时堪称实用之书，而吏欲近儒时则为不

可缺的教养之书，相信是不会错的”［12］。后者更

是元初吏制在理学日渐昌明的时代背景下，士

人对胥吏阶层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必然反映。

三、以教驭吏：《吏学指南》的

内在意蕴及流传实践

问世于元代中期的《吏学指南》，最初是以

单行本私刻而流行于苏州地区的民间实用之

书，不受政府重视，初期影响范围主要集中于苏

州以北的华北地区，尚未辐射至江南地区􀃊􀁉􀁛。但

在此后，该书被荆湖德安府（治所在今湖北安陆

市）官员看重并予以刊刻，传播区域进一步扩

大。而该书流传范围逐渐扩大的演变过程，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元初政治与思想发展的多重面

貌。《吏学指南》虽以“吏学”为名，但实质上是融

合儒、吏两个群体需求的产物，其内在意蕴颇为

丰富。如徐氏所云：“示意曰指。”［3］24书名中的

所谓“指南”，并非仅指为吏员提供具体指导，而

是铺陈吏学案例以示大意。如欲从“知其意”而

至“用其意”，则需初习吏术者在官场实践中自

行体悟。换言之，吏员群体的成熟应首先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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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非求于外。此间体现的个体道德内省主

张，实则与宋元儒学“内向性”发展的修己治人

理念一脉相承，这也是徐氏着意强调吏员群体

学习的内在重点。以之为基础，方能适应吏员

出职制度的外在要求。

《吏学指南》产生的首要条件是元代吏制的

兴盛。元初吏制兴盛带来更多参政机会，学习

吏术、追求吏职成为社会潮流。诚如史载：“然

天下之大，簿书期会之繁，因仍金旧，悉以付吏

任之。既久，趋之者日益众。”［13］又因元代中央

集权力量较为薄弱而地方分权势力强大，故中

央吏职数量虽少于宋代，但地方吏员数量却远

远多于宋代􀃊􀁊􀁒。由此即可解释以吏为主体对象

的《吏学指南》，率先出自民间而后为地方官府

重视，却并非由元朝中央力量编纂的原因。进

而言之，由于地方社会追求吏职情形的普遍化，

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生业抉择受到极大影响，社

会上出现为数甚多的少年习吏现象􀃊􀁊􀁓。大德十

一年（1307年），江浙官员就曾上言：“各路府州

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虽曾入学，方及十五

以下，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速

进。”［14］这种少年时期便学习吏学的情形并非孤

例，而是广泛存在于全国。张之翰即叹曰：“自

国家混一以来……后生子弟无所见闻，稍稍聪

明者，不为贴书，必学主案。今年一主案贴书，

明年一州胥府吏……习以成风，莫之能革。”［15］

可见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尝试从事吏职的行为，

已经蔚然成风，难以遏制。

正是因为地方社会幼而学吏的现象极为普

遍，而学吏之少儿仍处于人格尚未健全阶段，且

缺少儒家礼教熏陶，故极易受到吏职积弊的影

响。少年习吏者过早弃儒习吏不仅不利于自身

道德修养的提升，而且在正式担任吏职后极有可

能导致吏员群体风气的恶劣，乃至造成吏治的败

坏。至元九年（1272年），即有臣僚对此有所言

及：“府州司县人吏，幼年废学，辄就吏门，礼义之

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薰

染成性。及至年长，就于官府勾当，往往受赃曲

法，遭罹刑宪，盖因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16］

徐氏自序亦曰：“但初学之士，妙龄而入，律书要

旨，未暇师承，巧诋之风，熏染日著。”［3］106据此而

论，其编纂《吏学指南》的根本动机，在于减少初

习吏者因缺乏儒学素养而对吏治产生不利影响

的可能，故而其书框架构建及文本选择，都着意

融入儒家礼教思想。徐氏注重以道德教化提升

吏员整体素质，本质上反映的是宋元理学内向

化的发展路向。众所周知，理学或称道学是以

弘扬儒家孔孟之道为核心，同时将三纲五常作

为内核的“礼”等伦理观念哲理化，使“礼”与世

界本源的“理”或“道”系统结合而形成的完整哲

学体系。以理学自居的士大夫认为人生目标中

最重要的是修身与提升内心的思想品德，这是

宋代政治转向内在的重点􀃊􀁊􀁔，即强调道德优先于

法度，“人事”对于政治最为重要，且比法度、政

令都更为根本􀃊􀁊􀁕。当然，理学士人并非绝对放弃

法度的外向制约作用，而是主张先确立以“治

人”为核心的政治纲纪，然后兼顾法度的政治功

用。至元代建国，“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17］，

依然承袭宋儒理学内向性的发展传统。不过，

由于元初长期停废科举制度，被阻断入仕途径

的儒士群体大多只能由吏入官，而理学化的元

代儒士为实现自身信念，往往在为吏生涯中寻

求实践理想的途径􀃊􀁊􀁖，原本要求官员恪守的道

德、文化标准也随之转向吏员阶层，寄望借此影

响与提升胥吏队伍的素养。

结合《吏学指南》的文本内容分析，不难发现

徐氏提升吏员品德的良苦用心。如卷一《戒石

铭》，揭示了五代蜀主孟昶颁行的二十四句箴言

至宋初简化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3］10，到元代至元年间又演变为“天有

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3］10的过

程。就两段箴言的区别来说，前者注重道德对施

政者的约束，后者则强调刑罚的力量。徐氏将宋

初的箴言作为主体放置于前，元代变化后的箴言

内容则以自注方式说明由来，彰显出其主张吏员

以内心修养约束自我行为的意识。又如卷八，辑

录宋代名臣王禹偁的《五伯马进传》，这是王氏表

达为政理念以自诫的名作，在二十载的宦海生涯

中，其一直将“人治”作为施政内核􀃊􀁊􀁗。徐氏编纂

《吏学指南》收录该传，反映的是其提高元代胥吏

群体道德水平的迫切愿望。因此，徐氏在书中反

复强调吏员内在修养的重要性，甚至以儒士官员

的为政理想加以引导，实质上是其理学思想与现

实政治环境充分融合的体现􀃊􀁊􀁘。石抹允所作《吏学

以教驭吏：《吏学指南》的编纂旨趣及其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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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序》，对徐氏的上述政治理念也有阐发。石

氏生平事迹今已不详，泰定元年（1324年）其任云

梦县尹时，曾作《应山县重修孔子庙记》；至顺年

间，赴任衡山县，有重修南岳书院之功，即如史

载：“衡山县尹石抹允修创益备，山长何鼎复请尹

记之，刻石具在。”􀃊􀁊􀁙南岳书院为元初宣传理学的

重要场所，“其间湖南道学于斯为盛”􀃊􀁊􀁚。故其人

实为崇尚儒家理学的士大夫官员。而石氏在序

中认为，《吏学指南》符合“此吾儒《大学》所以欲

明明德于天下”􀃊􀁊􀁛，所指即该书融入以“明德”为核

心的理学思想的撰述旨趣，并以以教驭吏、澄清

吏治为终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吏学指南》在元代流传过

程中虽然因附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而被民间

广泛利用，但在官方层面其书却始终未得到应

有重视。究其原因，或许与元朝统治者重视行

政效率，重吏而轻儒，将理学思想与理学士人排

斥在政治权力中心以外的政策有关。元朝统治

者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有限，不仅不习汉字，更

未充分理解与发挥汉文化中道德礼教的作用。

由于拥有权势的吏员群体缺乏相应的道德约

束，吏治出现种种弊端也就在所难免。即便众

多汉人官员呼吁“以儒饰吏”，并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统治阶层认可与采纳，但因吏员出职制度

的存在，根本无法遏止吏弊的滋生与蔓延。其

时文人创作的元杂剧，就深感儒学的力量不足

以改变胥吏群体的素质，并极力撇清带有负面

形象的吏员与儒学间的关系􀃊􀁋􀁒。徐氏撰写此书，

其本意就是希望使胥吏阶层达到“儒吏兼通”的

境界以减轻吏弊、清明政治，但遗憾的是，由于

上述重吏而轻儒的政治现实，其书对提升元代

吏员品德修养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

不过，与元代遭到冷落不同的是，《吏学指

南》在明朝却受到统治者重视。明代官员汪天

锡《官箴集要·讲读律令》即称：“吏典亦合熟读，

不特案引条款。更须看《牧民忠告》、《吏学指

南》、《为政模范》、《疑狱说宪纲》、《洗冤录》等

书。求其意，则见识必明矣。不特此也，凡国家

典章文物，皆当备考详观。”［18］《官箴集要》为汪

氏私人官箴，此书与《疑狱集》《大明律》同为浙

江按察司署刊行􀃊􀁋􀁓，作为官刊图书而被明朝官方

认可。因此，汪氏所言明朝官员为政需熟读《吏

学指南》，应是其时官场普遍接受该书观念的反

映。另从元明吏制变迁的历史背景分析，明初

因沿袭元制和补充人才的现实需要，暂未取消

由吏入官的制度，而是采用“三途并用”的选官

办法，即所谓“我国家用人之术，非止一途，自科

目之外，于凡吏员之案牍详明者，皆得以效用，

即古立贤无方之意也”􀃊􀁋􀁔，科举、吏员、监生皆可

升转为官􀃊􀁋􀁕。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伴随

王朝政治步入正轨，科举被确立为明朝最主要

的入仕途径，对官的选任和吏的签充演变为泾

渭分明的两途，重新回归到宋代官吏分途的人

事架构􀃊􀁋􀁖。

当明中期汪氏撰写《官箴集要》并被官方刊

行时，官吏分途导致政策上重儒贱吏的形势仍

与宋代别无二致，以吏为主体的《吏学指南》理

应被忽视，但为何却又反被明廷重视与利用

呢？主要原因当在于，明朝虽同样在政治上压

抑胥吏的地位，但因取鉴于宋代官吏分途之弊，

故更加强调建立对胥吏群体的监督机制及利用

道德规范对其进行约束􀃊􀁋􀁗。在此情况下，以儒家

教义为基本意识形态，要求吏员提升个体道德

修养的《吏学指南》自然受到官方重视。并且，

“贱吏”与“驭吏”两者间在逻辑层面并不矛盾，

甚至可通过后者之手段达到前者之目的。明仁

宗曾说：“为士岂止习吏事而已。吏事，末也。

诚能穷经博古，达于修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

难？比士习日下，率逐末以图进取，而昧于大经

大法，故用之往往厉民而辱国。”［19］因而，虽然明

朝建国后恢复了以重儒轻吏为导向的政策，但

统治者在认识到对待胥吏群体“堵”不如“疏”的

基础上，有意积极倡导士大夫官员运用儒学减

轻吏弊，这就为《吏学指南》被其时官员广泛熟

知与使用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该书不仅被

《说略》《菉竹堂书目》《万卷堂书目》等各种明人

私藏书目著录，更被《（成化）中都志》《（正德）襄

阳府志》等官修方志所征引，由此不难窥见其在

明代社会的广泛影响力。

结 语

元代中期成书的《吏学指南》，是考察其时

吏制的重要文本，同时也与宋元理学内向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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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元初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

后，基于继承金制传统与适应现实统治的需求，

制定了吏员出职制度，极大提高了吏员的政治

地位。同时，由于科举停废，由吏入仕成为其时

最主要的政治上升途径，学习吏术、追求吏职由

此风靡社会，并形成儒易吏道的潮流。而自幼

便习吏术者，因缺乏相应的儒学教育，日后极易

导致吏治腐败。受理学“内向性”发展影响的士

人，则试图通过撰书立说的方式引导吏员群体

自觉走向儒吏兼通的道路，以此澄清吏治。徐

氏所撰《吏学指南》，即是在介绍吏学常识基础

上，以融合礼教为本，启发初习吏者从内在出

发，通过修己实现治国目标的代表性作品。

徐氏在制度夹缝中构建的“儒吏兼通”理

想，既是对理学内向性发展的回应，亦是对吏员

群体“道德缺位”的补救。《吏学指南》在元明两

朝的不同命运，折射出儒、吏关系的动态变化，

而当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时，吏治改良重获

制度支撑，其实际价值终于在更大范围内得到

社会认同。就此来说，制度文本的实际效能，不

仅取决于编纂者的学术取向，更受制于宏观政

治生态的深层规约。

注释

①关于《吏学指南》的流传，分为单行本和《居家必用事

类全集》两个版本系统。前者仅有元刻本，现藏于国家

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均影印此底

本，朝鲜及日本单行本亦与此属同一系统；后者元、明、

清均有刻本，但元刻本均为残卷，收录的《吏学指南》已

佚。②“为政九要”为明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独

有，夏令伟通过对此书版本、内容及目录的细节与差异

的分析，认为《吏学指南》与《为政九要》实为二书。笔

者赞同其说，故本文讨论不涉及《为政九要》的内容。

参见夏令伟：《〈吏学指南〉与〈为政九要〉实为二书辨》，

《江海学刊》2017年第 6期。③关于《吏学指南》的研究

成果，参见［日］冈本敬二著、叶潜昭译：《吏学指南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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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Officials Through Education：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Guidebook for Clerks

Zeng Yurong and Zhang Mianbai

Abstract: The Guidebook for Clerks（《吏学指南》）is a primer on official studies compiled by Xu Yuanrui，a native
of Wu County in the Yuan Dynas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ilation，examples and cont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book was influenced by the heightened respect for the mandarin system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On the one hand， the Yuan Dynasty’s system focused
on selecting officials and officials held a pivotal role in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This means that acquiring
mandarin skills became a societal trend；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early Yuan Dynasty saw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many scholars who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heng-Zhu Neo-Confucian and emphasized moral
enlightenment abandoned traditional Confucian paths in favor of the mandarin system， thereby seeking to enhance the
etiquette of their social class. This book is a typical work born under the above background，which not only intends to
build a moral example and content framework based on rituals and teachings，but also contains the author’s inherent
desire to clarify the conduct of officials by education. However，due to the political tendency of the Yuan dynasty to
favour officials over scholars， this work received limited recognition in its time. It was onl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hen Confucianism was revitalized，that the value of this book was re-explored and appreciated.

Key words: the Yuan Dynasty； The Guidebook for Clerks； Official System；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
purpose of the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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